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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重农或重商思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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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经济思想是社会经济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思想的发生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所谓地理环境是指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土地、河流、山脉、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等；在此，人力资源，包括人口的数量、分布情况和民族属性等也可包括在内。经济生活和经济思想除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人文状况的影响，如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念等等。人文状况一旦确立，也会横向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思想。

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古代西方地中海沿岸各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不相同，因而经济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其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完全相同。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试图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在重农或重商思想的起源上进行叙述。

关键词： 地理环境；人文状况；封建制度；重农思想；重商思想；轻商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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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重农思想的起源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夏、商、周时期国土大致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西起今陕西甘肃，东到渤海和黄海沿岸，北至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南临长江中下游一带；面积在200万平方公里以上。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由西向东，由高就低，蜿蜒入海，其主流和支流全在国境之内。流域宽广，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生活在这块地方的众多人口和氏族，经过千百年的相互交往、斗争与融合，已具有统一的文化，结合成为孔子所谓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①中的“诸夏”族，即华夏族。当时人口大约一千三百余万人②。沃野千里，农业生产大有发展与回旋的余地。
就世界范围看，中国偏处亚洲大陆一隅。国界以外，北面是寒冷的沙漠和草原；再往北是西伯利亚不毛之地；西北面和西南面是难以逾越的戈壁滩和世界屋脊。北面草原和西北面散处着少数游牧民族，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远比华夏族落后。国土东面是沉寂的大海；南面和东南面当时是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再往前又是茫茫的海洋。周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等于是天然屏障，把中国大地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发源地或文明古国间隔开来，形成一相对孤立的封闭环境。这一封闭环境使古代中国少受界外强国的干扰和侵略，有利于加强民族凝聚力和长期保持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独立发展；但也使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化发展隔绝，得不到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公元前1122年前后，周武王伐商灭纣，建立了封建制国家。封建一词出自我国西周典籍，是“封诸侯”、“建邦国”③的意思。大意是：周王将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京畿”或“王畿”，由王室直接统辖；将环绕京畿的全国其他土地划片分封给周室子弟、宗亲、功臣或其他部落首领等“诸侯”，由诸侯们带领人马和民众赶赴各自封地垦殖定居，各建邦国。

土地和农业密切相连。周人很早就是一个热衷于农业的氏族。周族的始祖是稷。稷善于种植，被尊为农神；相传稷在尧时做过农师，教人农业生产技术。稷的后裔以农为业。周族首领曾带领族人在黄土高原上多次迁徙，选取肥沃土地，发展农业生产；先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几世以后又定居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建立周邦。首领姬昌（周文王）曾受商王封为“西伯”。周武王接管商朝的广袤疆土后，划地分封给宗族子弟和功臣，要他们各带人马到新地区去开垦定居，发展农业，是有其农业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的。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④有将旧有的农业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推广运用到新的历史使命中去的意思。西周王朝一开始就在全国范围内布下了以农立国的格局。
在封建制度下，周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各邦国诸侯们的共主，自称“天子”。“天子，至尊也”⑤。诸侯除治理好自己的邦国外，对周天子保持臣属关系，要承担镇守疆土、藩卫王室、缴纳贡物和朝觐述职等义务。应该说，在当时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下，“封诸侯，建邦国”，建立封建制度是周朝统治者统一全国、治理广袤疆土的一种合理选择。

各诸侯的封地是天子赐予的，虽由诸侯管辖，甚至诸侯也可将封地再分封与下属，但所有权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天子，天子随时都可予以褫夺。全国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皆归天子所有，这是封建社会所有制的一个总原则。表述这一总原则的是人们所熟知的四句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⑥。“天子至尊”思想和天下资源为天子所有的总原则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帝王所继承，二千余年不变。

周武王、成王、康王和周公、召公等君臣为了健全封建制度和宣扬重农思想，发布文告，建立官制礼制，煞费苦心。周公在文告中劝勉他的侄子周成王说：治理国家要“先知稼穑之艰难” ⑦，要求统治集团不要贪图逸乐，要重视农事。《尚书》、《仪礼》、《周礼》、《诗经》等西周典籍有关农业的记载连篇累牍，对后世影响深远。周初订有“亲耕藉田”的制度，即每年春季开耕时，天子和诸侯都要手执耒耜（农具）在田地上推拨几下，表示对农业生产及农夫劳作的尊重，谓之“籍礼”。“籍礼”是一重要仪式。 公元前827年，周宣王即位，不想举行“籍礼”，受到责难。当时执掌政务的大臣虢文公对周宣王讲述农业的重要性：
“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⑧
。

这段话可以作为我国上古重农思想的一个经典表述。从中可以看出：西周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不仅是出于经济生活的需要，而是将农业看作是整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安定团结的保证。

那时，土地看来是无垠的，而人力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不愁没有土地和財用，因而“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⑨这类经济观念应为当时朝野所共识。

成王和康王时期，经济发展繁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治世”，史称“成康之治”。
《诗经•小雅•大田》对当时的贵族领主和农人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咏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

  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稚，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⑩

“曾孙”一词是贵族领主自称。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以及贵族领主携妻带子在自己的领地上巡视农人劳作、传送饭食和最后欢庆丰收的情形。诗中提到了“公田”和“我私”这两个涉及当时劳役地租的重要概念，是我们研究西周封建社会的珍贵史料。

全部西周典籍成为我国后世儒家学派学习和宣扬 “文武周公之道”的经典材料。重农思想和“中国以农立国”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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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代希腊的地理环境及其重商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罗马等民族所处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中国大陆很不相同。
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是欧、亚、非三洲接壤之处的一个大海；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当时西周辖地）；海四周陆地环绕，而东西两端却各有海峡与东面毗邻的黑海和西面毗邻的大西洋相通。交通通畅。众多的岛屿与半岛，又将地中海相隔为若干小海，各有其名，如爱琴海(Aegean Sea)、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等等；海域与陆地交接处呈犬牙交错形状，形成许多深水海湾和天然良港，为沿岸居民开展航海业务提供了卓越的地理条件。

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地形地势复杂。南岸非洲多沙漠，有平原，有共同水系；尼罗河(Nile)流域建有埃及这一文明古国。北岸欧洲多石山，少平原；山水之间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分别建立了不少氏族社会或奴隶制社会。这些社会之间缺乏共同水系，又由于地势阻隔，种姓复杂，难以建成统一的国家；只能各自修建城市，统领四郊，独立行政，“小国寡民”，叫做“城邦”（City-State），或叫城市国家。城邦是古代欧洲的一种重要国家形式。城邦之间常有战争，也有联盟。战败城邦的民众往往集体沦为战胜城邦的种族奴隶。这是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奴隶制盛行的原因。
山水不一，物产也多种多样：有的地方富于农产品，有的地方富于畜产品，有的地方矿藏丰富。分处各地的氏族、城邦或国家很早就学会利用海洋优势、制造船舶，相互交通，互通有无,也互相交流和传播生产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夏代），处于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古国就和北岸希腊克里特(Crete)岛以及东岸的小亚细亚（Asia Minor）各氏族社会或城邦有经常的贸易往来。有趣的是：与中国“以农立国”相对，那时的地中海沿岸竟然出现了一个可谓“以商立国”的国家，即腓尼基（Phoenicians）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腓尼基人最初在地中海东岸的亚洲西部（今黎巴嫩附近）建立了几个城邦。这些城邦在陆地上竞争不过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其他亚洲古国，于是建造船舶，向海洋发展。腓尼基人驾船游弋于地中海周边各氏族和城邦之间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经营的商品有粮食、羊皮、木材、染料、陶器、酒、以至金、银、铜、铁等等，也大量贩卖奴隶。为了货物中转方便，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各地另立据点，移殖本族人，建立了不少 “殖民地”（Colony）或海外城邦。其中最大的一个海外城邦是建立在非洲北岸今突尼斯地区的迦太基（Carthage）。公元前149年前后，腓尼基人所建的众多的分散的殖民地或海外城邦，包括富裕的迦太基在内，先后为众多强邻（如罗马）所灭，但腓尼基人长达二千年的历史活动使地中海沿岸各地原本孤独的居民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商业意识；腓尼基人不仅在促进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业经济发展中起了作用，也在传播文化知识和交流生产技术方面起了不朽的作用。比如，拼音字母以及冶金、造船、玻璃、纺织、染色等许多技术就是通过他们的传播而推广至地中海沿岸各国的。

紧跟腓尼基人后面“以商立国”的是希腊半岛上的雅典（Athens）人。

希腊半岛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地形复杂。半岛东面濒临温和的爱琴海，面对小亚细亚（Asia Minor）。海中遍布岛屿。位于半岛东南的雅典城邦境内多山，水源稀少，可耕地有限，粮食产量不足以维持城邦人口的生计。但却有良好的海湾和深水港口，出海方便。于是雅典人和腓尼基人一样，致力于造船航运和海外贸易。城邦每年从海外进口粮食、木材、羊毛和金属原料以供居民生活和生产之用；而出口商品则是葡萄酒、橄榄油、陶器和金属等手工业制品。雅典城邦以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和发展手工业为国策；为此建造了当时少有的规模巨大的商船队伍和兵船队伍，也在地中海沿岸以及小亚细亚沿岸建有不少以转运商品为目的的殖民地。

经济生活影响政治生活。雅典海外商业的发达，产生了一批独立的不出身于贵族统治集团的富裕商人。这批人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平民联合起来，向贵族统治集团争取政权；最后形成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商人、小农和手工业者等平民在一年一度选举城邦“执政官”的会议上有选举权和在城邦会议中讨论大事时有表决权。

雅典城邦的独特重商政策和商人参与政治的行为受到希腊半岛西南面另一城邦斯巴达（Sparta）贵族统治集团的反对。

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Laconia）平原。这里三面有山，南面临海；但海岸线平直，缺少优良港口。这里有一条犹罗达河（Eurotas River）贯穿南北，有利于灌溉；河谷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于开展农业生产。与此相邻的西边的梅沙尼阿（Messenia）平原也是务农好地方。

斯巴达人原是个从希腊北部下来的部落，以征战起家。他们南下征服了原在此地的许多土著城邦，建立了斯巴达城邦联盟。全体斯巴达人成为统治者。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的绝大多数则被强迫成为种族奴隶，在斯巴达贵族的土地上和庄园里进行生产或家务劳动。

斯巴达的贵族统治者趾高气扬，把自己看得无比尊贵。他们绝不愿意有人与他们分享从战争中得来不易的土地财富和统治权力，不能容忍雅典那样的商人参政制度。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尊严，重视土地上的生产，即农业生产。但他们也不敢忽视商人和商业，因为他们终究还是生活在地中海这一地理大环境中的一员，和所有地中海国家的成员一样，深知商人和海外贸易在经济发展和生活享受中的重要性。这种既鄙视商人又不敢脱离商人的矛盾心理表现在思想行动上十分有趣：贵族统治集团一方面宣扬商人自私、贪婪、无能，没有他们聪明，没有他们高尚；另方面却又不怠慢商人。斯巴达贵族欢迎“外地人”运来他们所需要的物品，放任民间进行自由贸易。贵族自己也进行商业活动，如把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物或自家土地上的多余产品卖给商人等等；但他们是以贵族的身份来进行交易的，若有人误认他们就是“职业商人”，他们就会认为是受到了侮辱。这些情况在《荷马史诗》中描绘得有声有色。

荷马（Homer）是希腊公元前9世纪前后的一位诗人。但他根据历史传说所写的史诗所歌诵的却是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前后的故事（相当我国西周初期）。和我国的《诗经》相似,《荷马史诗》公认为是希腊历史中最早也是最珍贵的史料。史诗包含《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essey)》两部分。前者歌诵的是斯巴达城邦和特洛伊（Troy）城邦开战的故事；后者歌诵的是特洛伊战争以后，战争英雄也是贵族首领之一的奥德修斯（Odysseus）只身归返家园的故事。

《奥德赛》第一章描写女神雅典娜（Athena）化身为一个异国商人。异国商人对奥德修斯说：“我来到此地，带着海船和伙伴，踏破酒蓝色的海面，前往操异乡方言的特木塞人的城邦，载着闪亮的灰铁，换取青铜。…… 令尊和我乃是世交好友，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 ①。商人可以自称是贵族首领父亲的“世交好友”，可见斯巴达贵族们和商人的关系还是密切的。

《奥德赛》第八章描写仪表堂堂的奥德修斯自称是商人去参加一个陌生城邦的贵族宴会。宴会中贵族们提出要进行一场体育技能比赛。奥德修斯也表示要报名参加。一位贵族羞辱他说：“我看，陌生人，你不像是个精擅比赛的汉子。虽说竞技之事如今到处盛行不衰；但你更像是个乘坐桨位众多的海船而往返水路的客贾！船员的首脑，运货的商人，只知关心自己的货物和财物的进出，从倒换中谋得利益。你决不是运动场上的健儿！”奥德修斯听后非常生气，结果在竞技场上将那个贵族教训了一顿 ②。可见斯巴达贵族虽不排斥商人参加他们的宴会和竞赛，内心却看不起商人，认为商人只知牟利，没有他们高尚，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健康和聪明。体育运动在斯巴达被认为是一种高尚而需要有健全体魄和智慧的行业。

《荷马史诗》出现的年代和我国《诗经》出现的西周年代大致相同。二者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情趣颇不一样。《伊利亚特》歌颂的是战争、杀戮和掠夺；《奥德赛》歌颂的是英雄的才能和高傲，是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胜利和对奴隶的残暴（奥德修斯回庄园后杀死了许多情敌和不忠于他的女奴隶）。而我国《诗经》，如上引的《小雅•大田》，歌颂的却是贵族领主和农民的和谐相处与积极的劳动生活。不管怎样，《诗经》反映的是华夏民族在封建社会初期所怀有的美好愿望。

希腊的雅典城邦和斯巴达城邦的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造就了二种不同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观念。二者之间的战争进行了二十多年，最后联合。重商和重农两种观念相互碰撞交锋，逐步融合成了一种农商兼重的经济思想。这在《荷马史诗》中已初显端倪，而在荷马以后的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中更有进一步的表现。
色诺芬（ Xenophon）生活在公元前430—前355年间，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居孔子之后而孟子之前。他出身于雅典的富人家庭，从小受贵族教育，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的学生。成年后大部分时间为斯巴达服务，获得领地，成为农业奴隶庄园的庄园主。色诺芬的著作很多。有关经济思想的有《经济论》（Oeconomicus）和《雅典的收入》（The Ways and Means to Increase the Revenues of Athens）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经济学”（Oeconomicus或Economics）一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希腊文的原意是“家政管理学”（household management）。色诺芬是个庄园主；他所说的“家政管理学”显然就是“奴隶庄园管理学”，是他多年管理农业庄园的经验和心得；用书中的话说是“一种创造财富——怎样获取盈余——的方法”。《经济论》是用友人和苏格拉底对话的体裁编写的。
色诺芬十分推崇农业。他说：“土地给种地人生产人们赖以生活的食粮，此外她也生产人们所享用的奢侈品，…… 供给人们装饰祭坛、神像和他们自己的一切东西”，“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财产和锻炼身体的手段” ，“而且，土地诚心诚意地教育那些能够学习的人，使他们公平正直；因为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偿你的好东西就越多。” ③这些话完全符合一个自己也热衷于劳动的勤劳庄园主的口气。色诺芬从各方面论证了农业的好处，甚至将农业和战争联系起来，“土地还能鼓励农民武装保卫国家”。他最后总结说：
 “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 ④

这一段话与上节所引我国西周虢文公的那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二人都不孤立地谈论农业，而是结合农业对其他事物的关系来谈论农业的重要性。色诺芬这段话也是古代欧洲重农思想最早的一个经典表述。一千八百多年后，十五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Quesnay）在其著作《经济表的分析》（Analyse du Tableau Economique）中曾引用这段话作为题词。 

色诺芬在大力推崇农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商业在交流物资和增加财富中的作用。他对商业的重视是根据雅典的地理环境优势而作出的。他在《雅典的收入》这篇论文中说：他仔细观察了雅典地区的地理环境， “当我仔细思考我的观察所得时，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得天独厚，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 ，雅典可以“借助于各种风向吸引来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输送出它愿意出口的东西，因为它两面临海。又由于它接连大陆，它也可通过陆路输入种类繁多的商品。” 他主张授予商人特权并采取措施欢迎外国商人来经商和定居；建议“在公共庆祝典礼上把那些开来船只并带来大批值钱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并时常邀请他们参加宴会”，因为“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访问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利润和贡赋。”色诺芬还认为雅典“有一部分土地虽然播种仍不能结实，但如深入挖掘，它们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在地面下——无疑是出于神赐——藏有白银；” ⑤他认为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或货币，可以帮助雅典更好地开展贸易以达到更为富裕的目的。
色诺芬在商业和财富的问题上不仅提出政策建议，还对财富和商品的性质进行理论思索。如当时希腊特别是斯巴达将粮食、牛羊、土地、房屋、金银等一切家藏的实物都看成是财富时，他却说：“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除非他卖掉它”， “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支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即使是钱，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财富。” ⑥ 这样的见解无疑开了后世经济学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理论分析的先河。

色诺芬的言论也为十七世纪英国的重商主义者如达弗南（Davenant）等人所引用。（参阅L.H.Haney著 History of Ecomonic Thought p.645 ）。马克思说色诺芬流露出了一种“资产阶级本能”⑦。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也采用和苏格拉底对话的体裁来写他的《理想国》（The Republic）。

柏拉图的“理想国”建立在他的伦理道德“理念”上。他认为财富和美德是不相容的。他认为劳动者都是为了工资（财富）而生活的道德低下的人，不值得尊敬；他主张自然经济，反对货币经济，特别鄙视商人和商业。却又不像色诺芬那样赞美农人和农业。他把农民和商人、手工业、服务业等劳动者一起划入他的理想国中的最低等级——第三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哲学家，第二等级是护卫者——武士。然而他又认为农民、手工工人、商人，甚至服务人员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人人都需要吃饭、穿衣、住房和改善生活，而满足这些需要的正是这些劳动者。柏拉图认为商业虽然必要，但只能由住在雅典的“野蛮人”（外国人）去做，正当的雅典公民不应从事商业。他甚至对荷马有意见，认为《奥德赛》中让神去化身为一个异国商人是“亵渎神明”。⑧
柏拉图的轻商思想完全建立在他鄙视财富这一类似于宗教信念的道德理念基础上，对后世有影响。他在分析农人、手工业者、大商人和小商人以及服务行业都有存在的必要性时，谈到社会分工；他认识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亚里斯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前322）是古希腊的重要思想家。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却抛弃了老师柏拉图的用道德理念来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思想方法，而接过师伯色诺芬的衣钵，在“家政管理学”或“庄园管理学”等概念上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他在色诺芬提出的Economics（“经济学”或“家政管理学”）这个概念之外，另外提出了一个Chrematistics概念 （可译为“货殖学”或“取财术”）作为补充。他认为以满足自己使用和消费欲望为目的的小商业属于“经济”，而以无限追求货币财富为目的的大商业则属于“货殖”。这一补充使原本狭隘的“家政管理学”概念更加接近于近代经济学。

亚里斯多德进一步充实了色诺芬有关财富使用和交换的观念。他说：“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两种用途的形式不同：一种是物本身所原有的；另一种是附加的。例如鞋，原可用来穿，又可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用处。若谁用鞋来交换了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例如食物，他就是用了鞋；但不是用于鞋的原有用途，因为鞋原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 ⑨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今日商品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在这里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不过亚里斯多德认为商品的内在价值决定于买卖双方的欲望。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模糊不清。

从上可以看出：古代希腊的思想家对农业一般都是重视的。如色诺芬，将农业看成是其他行业的母亲。哪怕是生长在雅典的思想家，也不会忽视农业和农夫的地位。但他们同时也重视商业。地中海沿岸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使每个人都能容易地认识到商业特别是海外商业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城邦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这一特点使古代希腊思想家很早就关心对商品经济的研究，并富有成果。他们的成果是现代经济学的泉源。

-------------------------------------------------------------------

三  古代中国轻商抑商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生活的年代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看看那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是如何看待农业和商业的。
我国个体商业出现得很早。西周初期，新封的诸侯国人忙于开地务农，只有商族人仍居旧地，商族有造酒等传统手工技术，有剩余人口。周公特鼓励商族子弟在农事之余，可牵牛车外出经商，以养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①可见至迟在西周初期，我国就出现了私人贩运业。贩运业多商族人，足迹遍全国；“商人”、“商业”和“经商”等词由此出现。

《诗经》中有一些诗句牵涉到商人和商业，如“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② 。可见随着时间的进展，商业已经很普遍了，既有走街串巷“抱布贸丝”的年轻小贩，也有获利三倍的贵族巨贾。

行业分工已经出现。司马迁引用《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 ③此话应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齐国管仲（公元前？—前645年）提出四民分业定居论：他将士、农、工、商四种行业进行社会分工；并主张分业定居。目的是使各行业人员居住地互不干扰，便于专心提高本行业技艺；也便于技艺世代相传。可见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技能和生产效率的观念已经得到认识。以商人为例，他的安排是：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④ 

其他三个行业，分别有类似叙述，大意相同。唯在农业叙述之后，另加了一段：“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峻。”大意是要在农民之间选“士”：由乡官推举其中有能力为“士”的优秀农民，升级为“士”。如见而不推举，乡官有罪。

“士”是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可以“事君”。原来管仲对四民的价值定位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士”最高；“农”其次，是“士”的后备人选；“工”与“商”居后。

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论”与柏拉图 “理想国”中将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论有点相似。但管仲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将“士”与其他劳动人民截然分开成为不可逾越的界沟。按照管仲的说法：从农民中“选秀”，升级为“士”；为 “士”以后可以做官以“事君”，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劳动人民与统治集团之间原来是有路可通的！这种思想比之柏拉图的奴隶主贵族专制思想要进步。

管仲提出的四民分业定居论比之色诺芬和柏拉图提出的社会分工论要早300年。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时代，商业经济进一步普遍。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经商，而且是个经商好手，经常获利：“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⑤ ，孔子表示默许。有一次，孔子甚至和子贡开玩笑说他自己也像是一件待沽的商品，在等人开价哩！“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⑥。可见孔子对商人和商业并无反感。然而当他另一学生樊迟提出要学农时，它却颇不高兴，冷冷地说：“我不如老农。”还背后说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两种态度对比很有意思。孔子默许弟子经商，却反对弟子学农，也许和孔子“四体不勤”、不喜欢参加农业劳动有关，但至少也说明孔子对当时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形势是认可的。孔子不像色诺芬那样把农业劳动看作是锻炼人的体力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的必要手段， 但他传承文武周公之教，重视农业；他将“足食”列为国家政治的首位。孔子当时在政治方面全力应付“礼崩乐坏”的局面，想恢复文武周公的礼制和周室的威信；在经济方面则注意力放在“分配”问题上，也就是统治集团不断增加的地租和赋税等问题上；他反对贵族“聚敛”，力争在分配方面为民多争得一些利益；而在农业“生产”等具体问题上谈得不多。

出身平民的孟子（公元前372——前289）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对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课题谈得很多。他和楚国儒者陈相有一席对话：“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⑦将商品交易的必要性和社会分工讲得非常明白，言论精辟，比之与他同时代的地中海彼岸的同行学者毫不逊色。孟子对商品的价值问题也有接触。他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大屨小屨同贾，人岂为之哉！” ⑧这段话说明他依稀看到了商品内部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其实是价值）影响到商品的价格高低。可惜他没有再往下探索。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受限于地理环境，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大规模的海外通商活动。在没有经济实践的情况下，孟子纵使是天才，也不可能凭空想象，和不在同一经济条件下的同时代人亚里斯多德那样，进一步深入进行对商品经济的分析。

战国时期各国地理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情况也不同，对商业的态度也不同。齐国处东海之滨，有鱼盐之利；商业经济发展最快，最为繁荣；思想也最为开放，普遍对商业经济表示欢迎。郑国地处中原水陆交通要冲。商业经济也很快发展。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都有不同形式的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些地区还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如弦高、猗顿、陶朱公等人；甚至还出现了商人所推崇的经商权谋学，如“计然”之策，“白圭”之术等等①。
正当我国东部地区各国商业经济发展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同时，一股轻商贬商的思想潮流却在僻处西隅的经济相对落后的秦、魏等国悄然兴起。

战国中期，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进步，另一方面是各国之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加剧。老百姓希望过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和平日子；而各国贵族统治集团之间为了私利，却在勾心斗角，打着互相征伐、攻城掠池、扩大自有领地的主意。全国主战和非战两派思想对立明显。而贵族子弟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年）在主战派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他在秦国以战争为国策，把农业和战争挂钩，主张农战政策。商鞅不从经济角度论证农业的重要性，却从战争角度论证农业的重要性；鼓吹农业对征战有利：一是粮多、二是兵源多，三是农民秉性朴实，易于受训和驱使作战。“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商鞅认为：一旦国家有（战）事，读书人不喜守法，商人思想变化大，手工匠人不善作战；只有农民朴实听话，可战可守。 原话是：“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人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结论是：“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②         

为了贯彻农战，商鞅提出“作壹”和“利出一孔”政策：即独重农业，独尊农业，排斥或贬低其他行业，只留农业这一条既有利益又有荣誉的道路给从业者。其中特别贬低商业和商人，因商人流动性大，对农战不利，故用“重关市之赋”、“以商之口数使商”、“使商无得籴”等增加商人关税和劳役和不许他们买进粮食等多项措施来抑制商业和限制商人的数目。 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农轻商”或“重农抑商”的思想和政策由此源起。

战国后期，与商鞅同样出身于贵族公室的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继续主张重农抑商，也从战争着眼。他认为“商官技艺之士亦不耕而食…不可使距敌”，是“地不垦”和“民不使”的罪人。③他把商人和手工业者列为“五蠹”之一；完全无视商人通功易事的作用，主张“除”之；认为不除就有亡国灭朝之祸：“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④ 

商、韩轻贬商人商业的言论在今天听来有些怪异。但就是这些怪异言论掌管着自秦以后我国二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政治论坛。不信且看距韩非约一百年后的西汉晁错（？—公元前154年）的《论贵粟疏》：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之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⑤这篇言论对商人财富充满了嫉妒之情，言下之意是商人已僭越了贵族统治集团的享受标准。但晁错重农贵粟、抑商贱银的真正目的却是害怕游民作乱，威胁到朝廷的集权统治：“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勿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⑥
不顾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只顾与统治集团一己的军事利益和集权利益挂钩，振振其词，似是而非；这是商鞅的农战论到晁错的贵粟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开创的一个不良先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再次统一了中国。但中国的封建制度不仅没有消灭，反而有所加固。自秦、汉以后，中国封建制度只是在形式上由邦国制改换为郡县制，实质上却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天子至尊”的地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总原则依然存在，天子仍然保留着对全国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终极所有权。秦始皇建国以后显示他这种权力的第一次牛刀小试是：“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⑦他还勒令燕赵各国已有规模的铁矿业主悉数弃矿，全家推行李车迁居至西南山地。

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以及与其有关的经济思想除了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不能像地中海沿岸国家那样及早得到充分发展外，又进一步受到人文条件——政治制度的限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严厉。封建制度不除，经济生活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就没有前途。

    ---------------------------------------------------------------------------

      结语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也有所不同。古希腊的商业经济较中国发达，其最早的经济思想偏重于商品分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泉源。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不够完善（主要是缺乏海外贸易），反映在经济思想上是对商品经济的研究不够深入。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还受到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封建统治集团的干预常使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脱离对经济发展本身和人民生活有利的轨道，而按统治者的军事需求或政治需求进行。因而，消灭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影响，使经济思想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是必要的。

地理环境的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世界在变“小”。过去所不能到达或难以到达的地区，今天可以轻易到达；过去所不能享用或只能独家享用的资源，今天都可享用。这就大大缩小了地理环境对人们所设下的障碍及其影响，各个国家都能平衡发展。

在经济思想史方面，我们不要妄自尊大，认为种种理论我国皆 “古已有之”；也不要妄自菲薄，跟在别人后面“邯郸学步”⑧。各民族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无分高下。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思想上的改革开放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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